
考古学的公共使命与时代担当
王仁湘

52026年9月22日 视 点 图书专刊·

在旧岁新年交替的当口，我的朋友首都师
范大学的王涛教授告诉我，他的一本关于公共
考古学的新书要出版了，嘱我写序。这书这事，
为我兴趣之所在，这个序也是我即将卸任公共
考古指导委员会主任的收官之作，乐意为之。

考古与公共考古，如日月相随。在我不久前出
版公共考古随笔集《月西日东》之时，取“日”与

“月”作书名，既是象征性比喻两者的联系，也是在
思考两者的意义。现在又读到王涛教授的新著，并
产生许多深入思考。

我们知道考古学这门探索人类过往的学
科，从来就不应只是象牙塔内的精专之学。它源
于我们对自身从何而来的永恒好奇，其终极价
值在于照亮来路、启迪当下、滋养未来。将深邃
的学术发现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让地
下的沉默遗产“开口说话”，成为时代精神图谱
的生动注脚，这是当代中国考古学责无旁贷的
公共使命。本书作者王涛就是这样一位公共考
古的积极践行者，他除了日常开展史前考古、田
野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在首都师范大学
创建公众考古学中心、开设公众考古学课程、招
收公众考古方向研究生，也为我负责的中国考
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委会做了不少具体工作。摆
在我面前的这本文集，是王涛教授多年来公共
考古实践与思考的记录，内容从理念辨析到田
野实践，从校园课堂到社区乡土，从媒介传播到
文明阐释，脉络清晰，蔚为大观。展读之际，感慨
颇多，让我又看到不少新的希望。

纵观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公共考古的基
因早已深植其中。从安特生、李济等先贤的拓荒
与启蒙，到苏秉琦先生“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
论断，再到今日“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强音，一

部中国考古史，亦是一部考古学
不断走向人民、服务社会的历史。
本书第一编“公众考古学认识”正
是对这一历程的梳理与反思。它
提醒我们，公共考古并非简单的
知识“科普”，而是学科社会化的
自觉进程，是考古学与当代社会
深度对话的必然产物。它要求我
们超越单向的知识输出，构建与
公众、社区、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互
动与共情。

如何践行这一理念？本书提
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答案，这些也
是王涛教授身体力行的例证。在
高校，考古教育成为连接学术与社会的桥梁，系列
讲座、研学考察、校园开放日，在青年学子心中播
撒下文明传承的种子；在发掘现场，社区考古实践
致力于将“你们”的工作转化为“咱们”共同的事
业，通过专题展览、乡土课堂、口述历史，使考古工
作融入地方文化肌理，激发在地社区的认同与守
护；在媒体与博物馆，考古成果通过精心策划的电
视节目、深入浅出的展览、新颖的融媒体产品，突
破专业壁垒，飞入寻常百姓家，重塑着社会的历史
认知与文化自信。三星堆等案例的成功“出圈”雄
辩地证明，当考古主动拥抱时代，运用恰当的话
语和媒介，便能引发广泛共鸣，成就文化盛事。

尤为可贵的是，诸文并未停留于经验描述，
更蕴含着深刻的学理思考。它们探讨了考古成
果从“我们”的学术故事转变为“咱们”的社会故
事所面临的挑战与路径；反思了在文化遗产保护
与利用中，公权与私益、专业与大众、保护与发展
之间的复杂关系；更立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

重大课题，思考如何将“中国之
问”的学术答卷，有效地转化为

“大众之需”的文化滋养与“时代
之魂”的精神标识。这些思考，标
志着中国公共考古学正从自发走
向自觉，从实践探索迈向理论构
建。是的，由“我们”向“咱们”的换
位，由自发向自觉的提升，这是公
共考古前行的新方向。

考古人在这样的换位中得到
历练、得到提升，考古学科也因此
获得前行的更大动力。考古学所
揭示的，是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
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

的文明史。这份沉甸甸的遗产，属于每一位中国
人。让考古成果惠及全民，让文化遗产赋能社会，
是考古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本书所收录的，正是这
一征程中坚实的足印与明亮的火花。它不仅是对
过往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启航。期待王涛
教授这本文集能够成为中国公共考古事业的一个
重要节点，激发更多同行者的思考与行动，共同推
动考古学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事业
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我虽然
即将退岗，但作为一个关注者，也会继续为公共
考古的新进展鼓舞欢呼，我们的前方一片光明。

（本文为《考古论今集》序 作者单位：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论今集》
作者：王涛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以辽河、松花江和黑龙江为重
心的东北地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
史前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
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东北地区
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的正式
开展，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之
一（赵宾福，2021）。在过去的一个
世纪中，考古工作者在东北地区开
展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积累了丰富
的考古资料，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
果。虽然学者们对东北各地不同区
域内考古学文化的辨析、时空框架
的构建和文化谱系的梳理等研究
工作一直没有中断，但能从整个东
北地区出发，具有完整性和体系化
的学术著作至今屈指可数。2025
年，由吉林大学赵宾福先生主编的

《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
社会研究》（全三册）丛书正式出
版，丛书之一《东北地区新石器文
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
（以下简称《东北新石器》）由四川
大学杜战伟副教授完成，学界的长
久期盼终于成为现实。

主要内容

《东北新石器》全书共55万字，
包括 11大章、57小节，大致可分为
两部分。

第一部分，文化辨析和年代学
研究。《东北新石器》把东北地区划
分为 9个区域，将目前所见的所有
新石器时代遗存全部纳入43支“有
名有姓”的考古学文化，并明确了
每一支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分
布范围、持续年代和文化内涵。具
体如下：辽东南地区，共有小珠山
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小珠山
中层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上
层文化5支考古学文化；辽西地区，共有小河西
文化、西梁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
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哈民忙哈文化、南宝力皋
吐类型和道老杜遗存 9支考古学文化；辽东北
地区，共有新乐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偏堡
子文化和北沟文化 4支考古学文化；西流松花
江流域，共有左家山下层文化、大青川遗存和
左家山上层文化3支考古学文化；嫩江流域，共
有后套木嘎一期遗存、双塔一期文化、黄家围
子文化、左家山下层文化、后套木嘎三期文化、
后套木嘎四期遗存、哈民忙哈文化和昂昂溪文
化8支考古学文化；海拉尔流域，共有哈克一期
遗存、辉河水坝一期遗存、哈克文化和辉河水
坝二期遗存4支考古学文化；乌苏里江流域，共
有小南山一期遗存、小南山文化、新开流文化、
小南山四期遗存、小南山五期遗存、石灰场下
层文化6支考古学文化；图们江流域，共有以迎
花南山 H1 为代表的遗存、兴城下层文化和金
谷文化3支考古学文化；牡丹江流域，共有振兴
文化、亚布力文化、莺歌岭下层文化3支考古学
文化。需要说明的是，这 43支考古学文化并非
简单 9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数量总和，一些
考古学文化明显横跨了两个区域，如偏堡子文
化在辽东南和辽东北均有分布，哈民忙哈文化
在辽西地区和嫩江流域均能见到，石灰场下层
文化在乌苏里江和牡丹江流域均有分布。

第二部分，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东
北新石器》把 9个区域 43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都“串联”了起来，进行了系统的时空框架构建
和文化谱系研究。首先是在单个考古学文化年
代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9个区域的横向比较，
把东北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整体划分为 11个小
时段和 4个大时代，为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
谱系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其次以器表装饰为
切入点，将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
五大系统。之后更进一步，将源于辽西小河西
文化的之字纹系统、源于辽东北水洞下层的刻
划纹系统、源于乌苏里江小南山一期的点线纹
系统和可能源于嫩江流域双塔一期的堆纹系
统归入“原生型文化系统”，将绳纹系统划分为

“次生型文化系统”。最后以4个大时代、11个小
时段为时间坐标，以文化系统为单位，对公元
前1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各文化系统的互
动和文化格局的变迁进行了生动描绘。

主要特点

作为一名东北新石器研究的初学者，笔者
认为《东北新石器》至少体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学术传承性。2003 年，由赵宾福先生
完成的《东北石器时代考古》出版，这是21世纪
第一本关于东北地区石器时代考古的综合性
研究专著。2009年至 2014年，杜战伟在赵宾福
先生的指导下，硕博连读，完成其博士毕业论
文《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
与谱系格局研究》。毕业后的10年，他在博士论
文基础上，继续补充完成东北北部地区的相关
研究。从2009年到2025年，十六年磨一剑，最终
圆满完成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
学术接力。

二是学术前沿性。20 多年前，赵宾福先生
的《东北石器时代考古》梳理了东北地区8个区
域当时所有的 30支考古学文化。2025年，杜战
伟的《东北新石器》以《东北石器时代考古》为
蓝本，整理出东北地区 9个区域内的 43支考古
学文化。从“30”到“43”，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
进入21世纪，东北地区特别是在辽西地区和嫩
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田野考古新发现层
出不穷，这为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进一步深
化研究提供了宝贵契机。如辽西地区的哈民忙
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嫩江流域的后套木
嘎遗址、双塔遗址、洪河遗址，这些重要遗址的
发掘和相关遗存的发现，或能充实、深化原有
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或使提出、命名一些新的
考古学文化成为可能。《东北新石器》紧盯考古

新发现，紧扣学术最前沿，充分利
用相关考古新材料和学术新成
果，构建起分布地域全面、时间
刻度精确、文化内涵丰富的东北
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文化
谱系。

三是学术创新性。《东北新石
器》不仅有对新材料的补充和对老
问题的深化，还有一些创新性的认
识。如在考古学文化辨识方面，首
次将辽西地区学术界认为属于哈
民忙哈文化的道老杜遗存辨识出
来，另立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
明确指出，这类遗存为红山文化的
流向提供了新线索。又如在文化系
统的划分方面，在已有研究的“之
字纹系统”“刻划纹系统”“泥条堆
纹系统”“点线纹系统”等东北新石
器文化系统群的基础上，增加了绳
纹系统，将东北新石器考古学文化
统归为五大系统。再如在文化格局
分布方面，得出了一些重要认识：
在查海时代，之字纹、点线纹、堆纹
三大系统“三元并立”，之字纹系
统南下北上；在仰韶时代前期，之
字纹专注东进，点线纹西进南下，

二者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在仰韶时代后期，
之字纹与点线纹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各种文
化系统形成“多元并立”的格局；在龙山时代，
之字纹和点线纹最终退出东北地区，堆纹、绳
纹和刻划纹三个系统在东北形成“三强并立”
的格局。

需要讨论的三个方面

由于涉及区域广袤、材料繁杂、观点多
样，《东北新石器》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空间
和讨论的余地。

第一，个别区域研究有待补充。尽管《东北
新石器》是目前涉及范围最全面的东北地区新
石器时代考古专著之一，但在划分的 9个区域
中，缺少黑龙江流域中游的相关内容。

第二，部分重要年代还需讨论。《东北新石
器》将乌苏里江的石灰场下层文化分为早晚两
期，早期在公元前 2500年至公元前 2000年，晚
期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如果这一
认识无误，那么乌苏里江新石器时代的下限无
疑是公元前1400年，但这与全书将公元前2000
年视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青铜时代开
始的统一时间界线似有矛盾。

第三，一些表达形式有待统一。《东北新石
器》前九章最后一节均为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流
域的编年序列总结，小节标题有“编年坐标”

“编年序列”和“编年”三种不同的称谓。从形式
上看，如果这些表述能够统一，整个著作会更
加完美。

一点感悟

从 1921 年瑞典学者安徒生命名中国第一
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到1959年夏鼐将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
理论介绍给国内学者，再到1981年苏秉琦先生
倡导利用区系类型理论研究考古学文化，考古
学文化已然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
内容。赵宾福先生在《东北新石器》序言中的精
辟论述发人深省：“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的研究，
主要包括时空框架的构建、谱系格局的探究，
生业结构的分析、社会情境的窥视四个方面。
其中前两项为基础研究，目标是把考古学文化
找出来，把考古学文化串起来，让考古学文化
动起来。后两项是专题研究，目标是让考古学
文化活起来。基础研究是专题研究的基础，专
题研究要以基础研究为前提。”笔者理解，基础
研究的三个目标既是新石器考古研究过程中
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程序，也是具有内在联系
的三个重要任务。这也就意味着，明确新石器
时代每一类遗存的“姓名”“身份”“年龄”等问
题，是新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首要目标（赵
宾福，2018），决不能因为“不认识”相关遗存，就
刻意回避或有意抹黑“考古学文化”，也不能因
为基础研究“费时费力”，就忽略或颠倒考古学
研究的基本程序。杜战伟完成的《东北新石器》
之所以能成为东北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一个里
程碑，就是在研究过程中，“理直气壮”地使用
了考古学文化，抽丝剥茧地找出了各种考古学
文化。赵宾福先生主编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
文化、生业、社会研究》（三卷本）之所以能成为
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一个范本，就是严格遵
循了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基础研究在
先，专题研究在后。我们相信，随着《东北新石
器》在内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
会研究》（全三册）的出版，东北地区新石器时
代考古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
研究》
作者：杜战伟
出版社：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位于南京大学鼓楼校
区北园北大楼西北，1972年由蒋赞初先生主持
清理，并于次年在《文物》第 4期上刊发了《南京
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简报。学界普遍认为该墓
为东晋帝陵，是研究东晋陵墓制度不可回避的
关键材料。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简报发表较早
且介绍相对简略，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研究
之需。2023年，由张学锋教授领衔主编的《南京
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报告出版，该报告是一本
单座六朝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在坚持以公布考
古材料为目的的基础上，对报告的体例、格式、
内容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创新，较好地回答了考
古发掘报告“框架的搭建”“‘述’与‘论’的逻辑”

“问题意识的导向”等问题。

框架的搭建

考古报告是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的
重要载体，是考古学研究的资料信息库。1934年
出版的《城子崖》开创了我国田野考古报告的先
河。此后，随着发掘者、研究者对考古学思考的
不断跟进，考古发掘报告不断融入多学科交互
的研究以及“发掘者说”等新内容，著作性不断
增强。但无论内容如何丰富，考古发掘报告应当
有合理的编写逻辑，搭建出结构清晰的框架，让
读者更易于理解考古材料。

单座墓葬的考古报告并不少见，仅就魏晋
南北朝而言，就有元祉墓、曹连石棺墓、磁县湾
漳北朝壁画墓、田弘墓、安伽墓、史君墓、宇文猛
墓、娄睿墓、韩念祖墓、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
等。这些墓葬均属北朝，墓内或有较为繁缛的壁
画装饰，或有内涵丰富的石葬具，抑或有成组的
俑群，在报告编撰过程中往往加以突出。如《北
周史君墓》发掘报告中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合
归一章，包含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壁画等诸多
内容，而葬具、浮雕彩绘图像和石刻图像内容则
单独成章，意在突出葬具以及图像材料的丰富
性和重要性。相较而言，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既
无壁画装饰，内容也相对简单，因此，如何搭建
起框架以系统详尽地公布考古材料，是该报告
编纂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该报告记叙逻辑可归纳为：对墓葬空间内
容的逐层介绍和对墓葬发掘整理的顺序还原，
时空体系节奏化叙述。由此搭建出一套更具可
读性的发掘报告框架。

报告主体部分以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发
掘及清理经过、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种类、
结语等六部分公布了墓葬的基本信息。“地理环
境及历史沿革”采用时空并叙的形式，将读者视
野聚焦到墓葬所在点位，并详细梳理了墓葬所
在位置的历史沿革。“发现及清理经过”部分记
录了发掘清理及简报整理的过程，在报告中起
到“桥梁”作用，将叙述引入墓葬本身。“墓葬的
形制结构”采取逐层放大的叙述模式，在对墓葬
朝向和整体结构进行描述后，再分别对墓门与
封门砖、甬道、侧室、主室几部分进行介绍，而后
进一步聚焦，对墓内铺砖和墓葬用砖进行介绍。
至此，整个墓葬的形制样貌得以生动地显现在
读者脑海中。“葬具与随葬品的分布”是墓葬形
制介绍与器物介绍之间的衔接，同类型发掘报
告往往不单独设置该章节，这一部分的设置让
读者对随葬品“情境”有了更具整体性的认识。

“随葬品种类”部分在随葬品分布的基础上，按
照质地分类，对随葬器物进行详细介绍。

概言之，报告的编写结合了空间体系介绍
的逐级放大与时间体系介绍的逐步还原，使得
读者能够清楚了解北园东晋墓的全貌。

“述”与“论”的逻辑

考古发掘报告既是材料的记叙（即“述”），
也包含了编写者对材料的解读（即“论”），后者
是发掘报告“著作性”的集中体现，如何将资料
的陈述与解读结合，是编写者必然要面对的问
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报告是发掘简
报公布近半个世纪后的资料再绘，报告主体部

分以资料陈述为主，附篇则为阐
释讨论。在编纂过程中既把握了
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和时效
性，又结合研究融入了材料的解
读、阐释。

客观性体现在对田野材料
本身的合理记述。该书主体部分
以资料的客观陈述为主，整理者
由材料延伸出的相关认识则被
放在了附篇部分，正如整理札记
中所言“整理者获得了不少心
得，但为了不影响读者对出土遗
物及墓主人身份的自主判断，有
些心得不便置于报告结语中”。
完整性体现在对跨越半个世纪
发掘材料的清点、整理。邹金丽、
李梅田先生指出，对早年考古发掘资料的重新
整合应着重解决“清点、修改、补充”三个问题，
其在《对早年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的
思考》一文中即列举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
报告编写采用的两套编号体系，一是发掘结束
后延续至1975年的继续整理，冠以年份“75”；二
是 21世纪初，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再次
对文物进行统一登账，两次编号数目一致。对葬
具、随葬品及其组合的梳理，既补充了基于关键
遗物位置信息的推测，同时又对出土器物进行
了修复、拍摄绘图并予以更为准确地测量、核定
与描述，如对陶三足盘、耳杯、带凹槽器、青瓷
勺、石板等器物基于现存情况进行数量列举，与
简报中描述的数量不尽相同。时效性体现在整
理者依据现行的命名方式，对诸多器物的名称
进行了调整。如对案和榻进行了区分，还将陶果
盒改为槅，双耳壶改为青瓷盘口壶，青瓷点彩四
系盘口壶改为青瓷褐斑点彩四系壶，辟邪改为
青瓷狮形插器，长条形金叶片改为长条形金饰
片，错金铜片改为鎏金铜带具，青铜鸟杖头改为
青铜鸟饰件等。

除对“述”的三点原则的把握外，报告主体
结合考古学研究合理加入特定视角的“论”，重点
体现在“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部分以城市考古
视角精准解读墓葬所在地的历史信息，有别于一
般报告对墓葬位置的宽泛描述。以及“葬具与随
葬品的分布”部分从丧葬礼俗、墓内祭祀空间视
角剖析随葬品组合，有别于一般报告“重遗物轻
情境”的介绍方式。此种“述”“论”结合的编写模
式也见于其他部分，如“墓葬的形制结构”部分对
侧室的描述加入了与耳室的甄别，体现该墓侧室
的独特性。又如在介绍随葬器物时，将后期混入
的4件南朝瓷器与墓中的东晋瓷器区分开来，在
阐释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的同时，也为后文
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依据。

总言之，该报告在“述”中详细再绘了半个世
纪前的发掘材料，又在“论”中融入随考古学发展
带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出适应时代又超越时
代的特性，为历史时期墓葬报告特别是早期积压
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提供重要参考。

问题意识的导向

苏秉琦先生曾指出“重材料、轻问题、缺思想
是中国考古学的大隐患”，他呼吁要关注带有普
遍性的问题，如中国文化如何起源等。这一说法
虽更多指向史前考古，但也指出了材料需与问题
紧密结合。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同类型的发
掘报告中不乏加入大篇幅研究论述的案例，如

《宁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报告分为“绪言”
“发掘篇”“研究篇”三大部分，“研究篇”部分两章
标题均体现研究重点——墓志，虽还包含了其他
内容，但仍以墓志研究为主，内容丰富，追求研

究方向的多样性。《南京大学北园
东晋墓》则更注重“核心问题”在整
部报告中的串联作用，“编辑前言”
中写道：“我们编辑此书，将墓葬的
发掘过程及现存的出土文物以考
古报告的形式悉数公布，以期为
六朝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以及
中国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可信的
资料。”“丧葬礼制”可谓中古时期
墓葬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该
发掘报告的编写始终围绕着一个
最为直接的问题——墓主人身份。
报告“附篇”就是围绕这一问题的
集中讨论，而在诸家探索这一直接
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汇着
对“丧葬制度”的反复思考。

墓主身份牵扯到墓葬研究的多个方面，南
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作为东晋早期帝陵之一，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因墓葬中缺乏明确的文字
材料，该墓的归属自发掘以来颇有争议。根据相
关文献的记载及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特点，学
界普遍认为该墓的墓主为东晋前期元、明、成、
哀四帝之一，但至于究竟是哪一位皇帝，则有不
同意见。目前而言，关于该墓墓主的认识，较为
集中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该墓为元帝的建
平陵，与之合葬的为追尊的虞皇后及明帝生母
荀氏；二是认为该墓为成帝的兴平陵，合葬者为
杜皇后和“仪服同于太后”的哀帝、废帝生母周
太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明确该墓
主室与侧室的营建次序，即二墓室是同时期营
建，还是有先后次序。原简报中并未涉及此问
题，后续的相关研究中不少学者作出推测，既
有同时修建之说，也有先修主室、追修侧室之
论。而本报告附篇的札记中编者就墓葬形制讨
论时明确指出“这次整理工作开始之初，笔者
就意识到必须解决 （侧室砌筑是否晚于主室）
这一问题”，诚然，编者敏锐地从墓室用砖及
墙体厚度出发，指出了主室与侧室的先后关
系。其后在对墓葬发掘主持者蒋赞初先生的访
谈中，还专门涉及这一问题，可见其问题意识
比较明确。当然，报告并非一家之言，虽编纂
者认为该墓为成帝的兴平陵，且主室和侧室非
一次修筑，但附篇也收入了该墓为元帝建平
陵、墓葬未经改建等观点的文章，为读者思考
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以上种种，均是围绕着“墓主是谁”这一问
题展开，这也是研究东晋帝陵的重要前提，体现
了本报告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

当然，本文在细节方面也有微瑕，如第 28
页，器物登记号：75-632、藏品登记号：8075的青
瓷钵，文中介绍“线条比较简单瘦削，不像南朝
时期的流畅肥硕。据描述，亦当是一件扰乱进来
的南朝器物”，令人颇为费解。另外，因该墓为帝
陵，如能附上文献中有关东晋帝陵的材料，对理
解该墓或更有裨益。

总而言之，该报告在搭建了合理逻辑框架的
基础上，合理平衡“述”“论”关系，以问题为导向对
发掘资料进行再梳理，补充细节材料，尊重半个世
纪的考古学科发展规律与研究成果，裨补缺漏，生
动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发掘成果，为同类资
料的整理与报告编修提供了范式参考。

（作者单位：南通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
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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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报告的三个维度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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